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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福建省创新政策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互补性的超模函数表述方式，从定量的角度实证检验
福建省自主创新政策工具在不同阶段的互补性。结果显示，在提高企业创新力度阶段，人才资源方面的政策
与资金投入、外部技术支持、科技创新基地及平台等三方面的政策均存在互补性关系，外部技术支持方面的政
策和科技创新基地及平台方面的政策之间存在替代性关系;在创新成果转化阶段，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政策
和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方面的政策之间存在替代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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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朝着综合性和复杂性的方向不断发展，创新的概念和范畴也越来越宽
泛，创新不仅仅只是在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上的突破，人们开始以“体系化”的理念去阐释和理
解创新的涵义。创新体系不仅包括理论体系、企业合作组成的创新网络体系，政策体系也是其
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政府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体系是由一系列旨在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政策工具所组成的集合，包括金融政策、人才政策、技术服务
与支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政策等。理论上，发挥政策体系的作用要
强调各个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性，实现“1 + 1 ＞ 2”的政策协同效应。而在政策的实际运用过
程中，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政策工具之间往往不是独立的，有可能存在相互增强或者相互妨碍
的作用，因而政策协同效应的发挥需要考虑政策工具之间的互补性关系。
综观国内外对自主创新政策的相关研究，多数学者主要探讨创单个新政策工具的作用或
创新政策体系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对于政策工具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如互补性关系)
进行分析的并不多，少数分析也都局限在定性分析方面。用超模函数法研究政策工具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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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是一个新兴的经济研究方法论分支，其较为系统的研究最早见于 Topkis(1978，1979)。
超模函数法利用数学中的格论表述经济范畴上的互补性关系，有效弥补了古典经济学方法论
缺乏数理分析支撑的缺陷。利用超模函数法定义的互补性原理可以简化经济问题最优解的解
析范畴，可以解决协同性和系统效应问题。Mohnen P 和 Ｒller L(2005)使用欧洲各国的创新
数据和超模函数的检验方法检验了欧洲地区区域创新政策的相互协调性问题。近年来，国内
学者使用超模函数法对互补性进行研究的文献也逐渐增多，如田肇云和葛新权(2008)运用互
补性原理分析了组合知识管理策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孙彩虹(2008)分析了超模函数如何应
用于分析营销传播模式及其整合，王朝晖和罗新星(2009)则是利用超模函数分析了战略人力
资源管理与组织创新行为。
在经济学上，互补性的定义如下:如果一种活动的强化可以提高另一种活动的收益，那么
这两种活动就存在互补性。Milgrom 和 Ｒoberts(1990)给出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和解释:如果有
几种行为，其中任何一种行为的强度得到增加(或者至少没有减少) ，会导致另外一种行为的
边际收益率得到提高，那么这两种行为就是互补的。这一思想，为解释零散的政策行为常常无
法实现理想的政策效果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基点:当政策之间存在互补性时，同时施加或者同
时移除所达到的效果会高于只施加或移除其中某项政策的效果。超模函数为互补性理论提供
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使互补性关系也可以进行数量上的分析，结论更具说服力。鉴于此，本
文试图从定量的角度分析福建省自主创新政策工具的相互作用，以福建省创新政策调查数据
为基础，利用互补性的超模函数表述方式，实证检验福建省自主创新政策工具的互补性，为完
善福建省自主创新政策体系提供实证依据。
二、基于超模函数的自主创新政策工具互补性研究框架设计
要研究政府自主创新政策的互补性，必须先选取合适的变量对政府的政策工具进行衡量，
然而不论是在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还是在其他公开的统计资料中，都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自主创
新政策工具进行测度的指标。Pierre Mohnen 和 Lars － Hendrik Ｒller(2005)认为，虽然无法获
得政府的创新政策工具的数据，但有一系列测度创新障碍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看，创新政策
工具和相应的创新障碍之间的关系是单调的(通常是负相关关系)。而创新障碍的移除需要
对应的创新政策工具的实施，如果创新障碍存在互补性关系，二者表现出相互补充和加强的关
系，移除其中的某一个障碍，可以有效减弱另一个障碍的负面效应，因此同时移除互补性创新
障碍组的理由会少一些，则对应的两个创新政策工具显示出替代性关系，即其中一项创新政策
工具的实施也会对另一障碍的负面效应有减弱作用，从而对另一创新政策工具有一定的替代
性;反之，如果创新障碍存在替代性关系，则对应的两个创新政策工具则显示出互补性关系。
由此，可以通过创新障碍的调查数据来检验创新政策工具的互补性。本文将基于企业创新障
碍调查数据，借鉴 Pierre Mohnen和 Lars － Hendrik Ｒller(2005)的研究框架，对福建省自主创
新政策工具的互补性进行实证检验。
(一)研究假设
假设企业的创新目标函数 F(·)受到 n 个政府创新政策工具 k1，k2，k3，…，kn 的影响，同
时还受到企业的一些预先确定的个体特征 θ 的影响，如企业的性质、企业创新模式等。由此，
创新目标函数可以写为 F(θ，k1，k2，k3，…，kn)。政府的问题即为通过对政策变量 k1，k2，k3，
…，kn 的选择，最大化创新目标函数，即:
max
k1，k2，k3，…，kn
F(θ，k1，k2，k3，…，kn)
如前所述，由于无法获取政府创新政策工具的相关数据，因此我们将以创新障碍变量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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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行为变量，并对其进行如下定义:创新障碍 Oi = － ki，其中 i = 1，2，3，…，n。因此，创新目
标函数可以重新写为 F(θ，O1，O2，O3，…，On)。
(二)创新目标函数的超模性设定
由于创新障碍是由一系列离散变量组成，因而必须利用超模理论进行政策互补性检验。
根据超模函数的定义，如果任意一对创新障碍 Oi 和 Oj(i≠j)满足如下性质:f(θ，Oi)+ f(θ，Oj)
≤f(θ，Oi∨Oj)+ f(θ，Oi∧Oj) ，则它们之间是互补关系。假设存在四个创新障碍变量 O1、O2、
O3 和 O4，变量均为取值 1 或 0 的二元变量，当存在第 i(i = 1，2，3，4)种创新障碍时，Oi = 1;反
之，则 Oi = 0。为了检验每一对创新障碍之间的互补性，共需要检验 24 个不等式约束条件是
否成立(当存在 K(K≥2)个创新障碍变量时，共需要检验 2K － 3·K·(K － 1)个不等式是否成
立)。具体而言，对于障碍 O1 和 O2，必须检验:f(θ，01XX)+ f(θ，10XX)≤f(θ，00XX)+ f(θ，
11XX) ，其中，XX ={(00) ，(01) ，(10) ，(11) }，因而实际上需要检验四个不等式同时成立。类
似的，对障碍 O1 和 O3、O1 和 O4、O2 和 O3、O3 和 O4 同样各需检验四个不等式同时成立。如果
这 24 个不等式都能同时成立，那么所有的创新障碍之间都是互补的。
(三)数据来源及实证模型的构建
本文的实证数据来源于福建省创新政策调查，共发放 512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385 份，
调查对象广泛分布在各个行业、各类性质的企业，收集的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问卷调查
过程中，笔者依据福建省自主创新政策体系的相关内容，主要调查了六个方面的创新障碍。由
于不同的创新障碍作用于创新的不同环节和阶段，因此笔者将创新障碍分成两组:第一组创新
障碍包括资金投入方面的障碍、人才资源方面的障碍、外部技术支持方面的障碍、科技创新基
地及平台方面的障碍，该组创新障碍主要对创新中期的企业创新力度产生作用;第二组创新障
碍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障碍、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方面的障碍，该组创新障碍主要对创新后
期的企业创新成果产生作用。为了检验不等式约束条件的成立，还必须构建实证模型求出各
创新障碍对创新目标函数影响的一致估计量。本文依次构建了两个创新函数实证模型，以此
分析在创新的不同阶段各政策障碍变量之间的互补性。
1．实证模型一:创新力度函数
具体的函数形式如下:
tr = c +∑
16
j = 1
α·sj + β·X + μ (1)
其中，tr 为创新力度变量，本文用企业技术人员职工占员工总数的比重来表示，技术人员
职工所占比重越高，表明企业的创新力度越强，反之则越弱。sj 为创新障碍的状态虚拟变量，
在本模型中，总共有 16 种状态，s1 对应状态 0000，s2 对应状态 0001，s3 对应状态 0010，s4 对应
状态 0011，s5 对应状态 0100，…，s15对应状态 1110，s16对应状态 1111。αi 分别为 si 的回归系
数，本文将利用这些系数的一致估计量对创新政策的互补性进行检验。X 为控制变量，代表企
业的一些个体特征。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创新激励及政策受益度上有显著差异，进而在创新力
度上必然也会存在一定的区别，因而在本模型中，笔者加入了企业性质(包括民营企业 X1、三
资企业 X2、集体企业 X3、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X4 这四种类型，因而也均为取值 1 或 0 的虚拟
变量)这一控制变量。c和 μ分别为常数项和残差项。
在对(1)式进行一致性估计后，便可以利用系数估计值构造不等式组进行互补性检验。
根据超模性的概念以及对不同状态变量系数的设定，可以障碍 1 和障碍 2 为例将各障碍组的
超模性不等式约束条件表示如下:
(障碍 1 和障碍 2)α9 + l + α5 + l≤α1 + l + α13 + l，其中，l = 0，1，2，3
每一对障碍分别对应四个不等式，其余障碍组的不等式约束与上式类似，只要对应的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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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式联合检验通过，就可以意味着该对障碍存在超模性，即互补性。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当
上述不等式取相反的符号时，可以检验障碍之间的子模性，即替代性。由此可见，对超模性或
子模性的判断，等价于对四个约束条件的联合单侧检验，可以将假设检验设定如下(以障碍 1
和障碍 2 为例，检验严格超模性，其它障碍组的假设检验设定与之类似) :
H0:g0 ＜ 0 and g1 ＜ 0 and g2 ＜ 0 and g3 ＜ 0，H1:g1≥0 or g2≥0 or g3≥0
其中，gl = α9 + l + α5 + l － α1 + l － α13 + l，l = 0，1，2，3。当接受原假设 H0 时，表明障碍之间存在
严格的互补性，但如果拒绝原假设，由于备择假设 H1 的约束条件是“或”的关系，因而既无法
说明互补性的存在，也无法说明替代性的存在。与严格超模性的检验相似，可以通过变换原假
设与备择假设的不等号方向检验严格子模性(替代性)是否存在。
2．实证模型二:创新成果函数
具体的函数形式如下:
pip = c +∑
4
j = 1
αj·mj + β·Z + μ (2)
其中，pip为创新成果变量，本文用创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来表示，创新产
品销售收入所占比重越高，表明企业的创新成果转化率越高，反之则越低。mj 为创新障碍的
状态变量，在本模型中，只存在 4 种状态，m1 对应状态 00，m2 对应状态 01，m3 对应状态 10，m4
对应状态 11。在控制变量 Z方面，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创新模式对后期创新成果的产生以及
成果量的高低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在本模型中，笔者加入了企业创新模式(包括完全
独立创新 Z1、与其他单位合作创新 Z2、在引进基础上的二次创新或综合 Z3、其它模式 Z4 这四
种类型)这一控制变量。
由于只有一对创新障碍，因而只需要检验一个不等式约束条件，即:α2 + α3≤α1 + α4，同
理，可以将假设检验条件设定如下。令 g = α2 + α3 － α1 － α4，则严格超模性的检验设定为:H0:
g ＜ 0，H1:g≥0。在这种情况下，当接受原假设 H0 时，意味着障碍之间存在严格超模性(严格
互补性) ;拒绝原假设 H0，即可说明障碍之间存在子模性(替代性)。
三、计量方法与实证结果
(一)计量方法
在计量方法的运用上，核心的问题在于解决对不等式约束条件的联合单侧检验，本文将基
于 Kodde和 Palm(1986)的瓦尔德检验法(也被称为最小距离检验)进行检验。同时，他们的研
究也给出了不同显著性水平的上、下临界值，当瓦尔德统计量的值高于上临界值，则拒绝原假
设;当统计量的值低于下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当统计量的值介于上、下临界值中间，则无法
判断。
(二)实证结果分析
在处理完变量数据后，就可以对两个实证模型进行最小二乘回归，以求得回归系数的一致
估计量。表 1 给出了两个实证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 1 中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
创新力度最强，并且二者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集体企业、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较为符合，集体企业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受体制、组织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再加上政府往往会对其有一定的政策倾向性，这一系列的
因素导致集体企业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因而会出现创新力度远低于民营
企业和三资企业，甚至创新力度不明显的情形。而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
较大，只有依靠自主创新，才能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创新成果模型中可以看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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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量均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在引进基础上的二次创新或综合模式对创新成果的转化
作用是最大的，原因在于这一模式的创新成本相对较低、创新周期也较短。
表 1 两个实证模型的回归结果
创新力度模型
变量 回归系数值及标准差 变量 回归系数值及标准差
民营企业 X1 0． 084(0． 039) s7(状态 0110) － 0． 096(0． 146)
三资企业 X2 0． 069(0． 029) s8(状态 0111) 0． 083(0． 143)
集体企业 X3 0． 042(0． 056) s9(状态 1000) 0． 026(0． 137)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X4 0． 034(0． 049) s10(状态 1001) － 0． 054(0． 148)
s1(状态 0000) 0． 099(0． 136) s11(状态 1010) － 0． 013(0． 132)
s2(状态 0001) 0． 106(0． 133) s12(状态 1011) － 0． 073(0． 139)
s3(状态 0010) 0． 099(0． 151) s13(状态 1100) － 0． 083(0． 139)
s4(状态 0011) － 1． 066(0． 139) s14(状态 1101) － 0． 158(0． 145)
s5(状态 0100) 0． 045(0． 138) s15(状态 1110) － 0． 087(0． 148)
s6(状态 0101) 0． 020(0． 096) s16(状态 1111) － 0． 102(0． 142)
创新成果模型
变量 回归系数值及标准差 变量 回归系数值及标准差
完全独立创新模式 Z1 0． 247(0． 101) m1(状态 00) － 0． 083(0． 061)
与其他单位合作创新模式 Z2 0． 234(0． 100) m2(状态 01) － 0． 042(0． 062)
二次创新或综合模式 Z3 0． 285(0． 099) m3(状态 10) － 0． 049(0． 058)
其它模式 Z4 0． 259(0． 122) m4(状态 11) 0． 006(0． 064)
在状态变量 si 和 mi 方面，可以看到两个实证模型中均有许多状态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
著。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单个变量系数是否显著对检验政策之间的互补性或替代性并没有太
多关联，原因在于互补性或替代性的判断是基于如前所述的一系列不等式约束条件联合通过
检验而做出的，模型关注的重点在于系数的联合假设检验，因此有可能存在所有系数都是不显
著的，然而却可以通过超模性(互补性)的联合假设检验。也就是说，状态变量 si 和 mi 的单个
系数不显著并不影响最终对政策互补性关系的判断。表 2 给出了超模性(互补性)和子模性
(替代性)的瓦尔德统计量。
表 2 超模性和子模性的瓦尔德统计量
障碍组
创新力度模型 创新成果模型
1 和 2 1 和 3 1 和 4 2 和 3 2 和 4 3 和 4 5 和 6
超模性 8． 14 1． 74 6． 10 5． 42 2． 68 1． 55 0． 21
子模性 1． 56 7． 99 3． 58 0． 58 0． 37 3． 97 8． 66
注:障碍 1 代表资金投入方面的障碍，障碍 2 代表人才资源方面的障碍，障碍 3 代表外部技术支持方面的
障碍，障碍 4 代表科技创新基地及平台方面的障碍，障碍 5 代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障碍，障碍 6 代表成果转
化与产业化方面的障碍。
在创新力度模型中，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上临界值为 7. 094，下临界值为 1. 642，这意味着
当瓦尔德统计量高于 7. 094 时，拒绝原假设;当瓦尔德统计量低于 1. 642 时，接受原假设;当瓦
尔德统计量介于 1. 642 和 7. 094 之间时，无法判断。从表 2 可以看到，障碍 1 和障碍 2 拒绝超
模性原假设，障碍 3 和障碍 4 接受超模性原假设;障碍 1 和障碍 3 拒绝子模性原假设，障碍 1
和障碍 2、障碍 2 和障碍 3、障碍 2 和障碍 4 均接受子模性原假设;其余检验结果均无法判断。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提高企业创新力度的过程中，障碍 1 和障碍 2、障碍 2 和障碍 3、障碍 2
和障碍 4 均存在替代性关系，障碍 3 和障碍 4 存在互补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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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成果模型中，由于只有一对政策障碍进行超模性和子模性检验，不等式约束条件只
有 1 个，因而上临界值与下临界值相等，为 1. 642(10%的显著性水平下)。这意味着，当瓦尔
德统计量高于 1. 642 时，拒绝原假设;当瓦尔德统计量低于 1. 642 时，接受原假设。从表 2 可
以看到，障碍 5 和障碍 6 接受超模性原假设，拒绝了子模性原假设。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创
新成果转化的过程中，障碍 5 和障碍 6 存在替代性关系。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从实证结果中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人才资源方面的政策与资金投入、外部技术支持、科技创新基地及平台方面的政策均
存在互补性关系，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自主创新的实现主要依靠人才，而配套的客观条件支持
则为人才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这也是人才进行创新行为的基础条件之一，有助于人才充分发
挥自己的创造潜质和才干，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力度的提升。
(2)外部技术支持政策与科技创新基地及平台政策之间存在替代性，由于二者的作用较
为类似———均能为企业带来技术支持服务，因而对企业创新力度的作用体现出较强的替代性。
也就是说，当外部技术支持政策较为完善时，便代替了科技创新基地及平台政策的一部分作
用，反之亦然。
(3)在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越严厉，对创新成果的推广越不利，尤其是
对创新成果的产业化甚至可能起到一定的负作用，因此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成果转化与产业
化政策的协同互补性较弱，更多地显示出替代性关系。
实证研究的结论对完善福建省自主创新政策体系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首先，人才政
策与其他政策工具都显示出较强的互补性，也就是说，人才政策的完善会对其他政策起到极大
的促进作用，在政策体系里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有利于产生更好的政策效应和创新激
励效果。福建省应加快推进改革创新，构建有效率、更开放的人才政策体系，把人才资源的巨
大潜力释放出来，把人才的规模优势转化为人才的能力和效率优势。其次，外部技术支持政策
与科技创新基地及平台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政策和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方面的政策均显
示出一定的替代性，即政策工具的作用显示出一定的重叠性，因此在这些政策工具的运用上，
政府宜根据福建省的现实情况，有侧重性地进行选择，提高政策工具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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